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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气荚膜梭菌在自然界广泛分布，在鸡、鸭、猪、牛等食源动物中普遍流行。 生肉及其制

品在加工过程中可能会被产气荚膜梭菌污染而引起人的食源性腹泻，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产

气荚膜梭菌出现了多重耐药，因此控制产气荚膜梭菌污染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从疾病流行

与危害、毒素、耐药基因、屠宰零售及食品污染风险等环节进行梳理，分析了产气荚膜梭菌病引起的

公共卫生危害，并提出了风险控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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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气荚膜梭菌（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是一种

革兰氏阳性厌氧菌，能形成孢子，广泛分布于自然

环境、动物和人类的肠道［１］以及生肉、脱水汤汁、生
蔬菜和香料等食物中［２］。 产气荚膜梭菌与人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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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动物的系统性及肠道疾病有关。 在人体内，产
气荚膜梭菌可引起气性坏疽［３］、食物中毒［４］、胃肠

紊乱［５］、肝肾损害等疾病［６ － ７］。 在动物中，特别是

在猪和家禽中，产气荚膜梭菌是坏疽性皮炎［８］、肠
毒血症［９］和坏死性肠炎［１０ － １１］的主要病原体。 该菌

在猪肉类和家禽产品上生长良好，具有较强的温度

适应能力，即便在相对较高的温度下（４５ ℃左右）
也能生长。 生肉及其制品易被产气荚膜梭菌营养

细胞或孢子污染而引起食源性腹泻。 抗菌药是控

制产气荚膜梭的主要手段，但随着该菌耐药谱的增

加使得人们通过抗菌药对该菌的控制面临越来越

大的挑战，进一步突显了该菌的公共卫生意义。 为

全面阐述产气荚膜梭菌的特点和危害，提高大家对

其公共卫生意义的认识，本文从产气荚膜梭菌的流

行与危害、毒素、耐药基因、食品加工等环节进行了

系统梳理。
１　 产气荚膜梭菌的流行与危害

产气荚膜梭菌可导致动物猝死症，发病急、病
程短、死亡率高。 近年来，产气荚膜梭菌流行情况

较为严重，鸡、鸭、猪、牛等食源动物受到的危害

越来越多。
产气荚膜梭菌对鸡、鸭的危害较为严重。 意大

利学者 Ｐｒｏｆｅｔａ Ｆ 等检测了 １６７ 份样本（１１７ 份环境

样本和 ５０ 份家禽尸体），其中 １５１ 份检测到产气荚

膜梭 菌 α 毒 素 基 因 （ 阳 性 率 ９０． ４％ ）， ３１ 份

（２０ ５％ ） 为 Ｇ 型产气荚膜梭菌 （ ｎｅｔＢ 基因阳

性） ［１２］。 印度东北部放养鸭携带 ｃｐｂ２ 和 ｃｐｅ 基因

的 Ａ 型产气荚膜梭菌和携带 ｃｐｂ２ 和 ｃｐｅ 基因的 Ｃ
型产气荚膜梭菌发生率高达 １７． ５％ ［１３］；我国山东

４ 个商品化养鸭场肛肠拭子的产气荚膜梭菌阳性率

为 ４１． ８２％ ～７２． ５２％，分离株均为Ａ 型，其中 ｃｐｂ２ 基

因阳性率为 ３０． ８５％，ｃｐｅ 基因阳性率为０． ５％ ［１４］；在
北京和山西检测的鸡、猪产气荚膜梭菌携带率分别

为 ２３． ４％和 ７２． ０％ ，且对庆大霉素和磺胺类药物高

水平耐药［１５］；我国中部地区２３． １％ （１３０ ／ ５６２）肉鸡

和 １５ １％ （３８ ／ ２５２）零售鸡肉样品中存在产气荚膜

梭菌，以 Ａ 型为优势型，３％为 ｃｐｅ 基因阳性［１６］。 据

估计，产气荚膜梭菌所致的坏死性肠炎每年给全球

家禽业造成的损失在 ２０ 亿到 ６０ 亿美元之间［１７ － １８］。
产气荚膜梭菌对猪、牛的危害同样不容忽视。

Ｂａｋｅｒ 等在早期对美国中西部 １６ 个地区农场 １８０
头猪直肠拭子进行检测，发现 ８９． ８％的仔猪携带产

气荚膜梭菌，对猪生产带来较大影响［１９］。 产气荚

膜梭菌能使不同年龄、不同品种的牛发病，且一年

四季均有发生，严重危害中国畜牧业的发展［２０］。
２０１９ 年，笔者所在实验室对我国 ５ 个省 ４９ 个奶牛

场 １０００ 头健康奶牛进行抗体检测，发现 α 毒素抗

体阳性率为 ５７％ ～ ９０． ０％ ，β 毒素抗体阳性率为

１ ０％ ～ ３４． ０％ ，ε 毒素抗体阳性率为 ０ ～ ２３． ０％ ，
说明我国规模化牛场普遍存在产气荚膜梭菌污染。
近年国内各地发生的产气荚膜梭菌病虽以 Ａ、Ｄ 型

为主要病原菌，但 Ｂ、Ｃ、Ｅ 型产气荚膜梭菌也很普

遍［２１］。 产气荚膜梭菌还是乳房炎的主要病原之

一，导致奶牛产奶量下降、奶牛过早淘汰，造成巨大

经济损失［２２］。
产气荚膜梭菌对羊、骆驼等经济动物也存在一

定危害。 Ｎａｚｋｉ Ｓ 等证实，在克什米尔山谷中死亡

的绵羊和山羊中携带 Ａ 型和 Ｄ 型产气荚膜梭菌很

普遍［２３］。 骆驼养殖场带菌也比较严重，从健康和

腹泻单峰骆驼、牧场和牧民的 ４６５ 份样本中共检出

２６２ 株（５６． ３％ ）产气荚膜梭菌，主要是产气荚膜

梭菌Ａ 型（７５． ２％ ）、Ｂ 型（４． ２％ ）、Ｃ 型（１３． ７％ ）、
Ｄ 型（６． ９％ ） ［２４］。

产气荚膜梭菌也会引起犬、猫发病。 Ａ 型产气

荚膜梭菌是犬和猫中最常见的型，其中 １０％ ～ ３０％
分离株呈 ｃｐｂ２ 基因阳性，ｃｐｅ 基因阳性也很常见［２５］。
Ａ 型产气荚膜梭菌被怀疑与轻度自限性腹泻到迅

速致命的出血性坏死性肠炎等疾病有关［２６ － ２７］。
关于产气荚膜梭菌引起野生动物肠道疾病的

报道非常有限，主要是因为难以获取这些物种的粪

便样本，使得对患病和健康动物的研究非常困难。
有报告称，Ａ 型产气荚膜梭菌在几种野生鸟类中引

起的死亡率高，如天鹅、山雀、白鹳、乌鸦、西方蓝知

更鸟、鹦鹉和山鹑等［２５］。
产气荚膜梭菌食物中毒通常与轻度和短暂的

腹泻有关，但偶尔也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并发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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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死性肠炎［１］，约 ０． １％的病例死亡［１］。 产气荚膜

梭菌 Ａ 型也可引起产气荚膜梭菌肠毒素（ＣＰＥ）介
导的感染性［５］或抗生素相关腹泻［５］，通常比传统的

食物中毒更为复杂、持续时间更长。 这种形式的疾

病通常发生在老年人和医院获得性病例，往往与抗

生素治疗有关。 Ｂｌａｋｅｙ 对高危早产儿肠道菌群发

育规律进行的研究认为，在出生体重较低的早产儿

粪便中出现产气荚膜梭菌可能预示死亡危险［２８］。
然而，非肠毒素产气荚膜梭菌经常是正常肠道

菌群的一部分，常从健康人体的粪便标本中分离出

来，因此临床上检测产气荚膜梭菌阳性的同时还需

分析相关流行病学因素。 产气荚膜梭菌带菌量是

一个重要的致病信号，与产气荚膜梭菌相关疾病患

者相比，在正常人体粪便中发现的微生物数量通常

较低（一般为 １０４ ～ １０５ ＣＦＵ ／ ｇ），在某些群体（如老

年人群）的健康个体中也可以观察到含量较高的产

气荚膜梭菌［１］，产气荚膜梭菌腹泻病例的孢子计数

可达 １０５ ＣＦＵ ／ ｇ［５］。
２　 产气荚膜梭菌毒素

产气荚膜梭菌的致病性主要取决于它们产生

的各种类型细胞外毒素和酶［２９］。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产气荚膜梭菌根据菌株产生的四种主要毒素

（α 毒素、β 毒素、ε 毒素和 ι 毒素）的组合被分为 Ａ
至 Ｅ 五种毒素型［３０］。 ２０１８ 年，这一分型方案增加

了另两种毒素， 肠 毒 素 （ ＣＰＥ ） 和 孔 形 成 毒 素

（ＮｅｔＢ），将原 ＣＰＥ 和 ＮｅｔＢ 阳性的 Ａ 型菌株现分别

划为 Ｆ 型和 Ｇ 型［３１］。 以毒素为基础的产气荚膜梭

菌分型方法表明，不同产气荚膜梭菌对宿主有不同

偏好，并引起特定疾病。 例如，Ｂ 型菌株主要是从

患痢疾的绵羊身上分离而来；Ｆ 型（以前是 ＣＰＥ 阳

性的 Ａ 型）菌株与人类食物中毒有关；Ｇ 型（以前

是 ＮｅｔＢ 阳性的 Ａ 型）菌株包括导致鸡坏死性肠炎

的分离株［３２］。 这些类型的毒素有不同的遗传基因

位置，如 α 毒素基因位于染色体上，另一类型毒素

基因通过移动遗传元素，一般大型接合质粒。 最近

证实，产气荚膜梭菌的七种分型毒素基因的核苷酸

序列保守性较好，ｃｐｂ、ｃｐｅ、ｅｔｘ 和 ｎｅｔＢ 基因的核苷酸

序列一致性均超过 ９５． ０％ 。 ｉａｐ 和 ｉｂｐ 基因相对保

守，同源性在 ９０． ０％左右，绝大多数 ｐｌｃ 基因的序列

一致性超过 ９７． ０％ ［３３］。 这就为利用这些基因序列

进行菌株分型提供了便利。
为了分析产气荚膜梭菌的毒力基因分布，

Ｙｕｑｉｎｇ Ｆｅｎｇ等分析了 １７３ 株分离株的毒力基因，发
现有 ２９ 个与已知毒力基因的核苷酸高度同源

（ｃｌｏＳＩ、 ｃｎａ、 ｃｏｌＡ、 ｃｐｂ、 ｃｐｂ２、 ｃｐｄ、 ｃｐｅ、 ｅｂｐＣ、 ｅｔｘ、 ｉａｐ、
ｉｂｐ、 ｌａｍ、ｎａｇＨ、ｎａｇＩ、ｎａｇＪ、ｎａｇＫ、ｎａｇＬ、ｎａｎＨ、ｎａｎＩ、
ｎａｎＪ、ｎｅｔＢ、ｎｅｔＥ、ｎｅｔＦ、ｎｅｔＧ、ｐｆｏ、ｐｌｃ、ｓｒｔＣ、ｔｐｅＬ、ｚｍｐ），
所有菌株均为 α 毒素基因 （ ｐｌｃ） 和 κ 毒素基因

（ｃｏｌＡ）阳性，５０％ 以上的菌株含有 α 梭菌蛋白酶

基因（ｃｌｏＳＩ）、β毒素基因（ ｃｐｂ）、θ 毒素基因（ ｐｆｏ）、
透明质酸酶基因（ ｎａｇＨ、ｎａｇＩ、ｎａｇＪ、ｎａｇＫ、ｎａｇＬ）、
ｚｍｐ 基因和唾液酸酶基因（ ｎａｎＨ、ｎａｎＩ 和 ｎａｎＪ）。
１６ 株来自犬和马的菌株毒力基因最多， 多达

１８ 个［３３］。
３　 产气荚膜梭菌耐药性

由于抗菌药物的大量使用，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产气荚膜梭菌对四环素、林可霉素和红霉素耐

药性显著增加［３４］，突显了加强对气荚膜梭菌耐药

性认识的重要意义［３５］。
产气荚膜梭菌耐药性也是感染后治疗失败风

险因素之一。 四环素耐药质粒是产气荚膜梭菌中

最常见的耐药质粒［３６］，ｔｅｔＡ（Ｐ）和 ｔｅｔＢ（Ｐ）基因常与

四环素耐药相关［３７］，猪、鸡或牛的分离株对四环素

耐药性最高［３８ － ４０］。 ｅｒｍ（Ｂ）或 ｅｒｍ（Ｑ）基因常与大

环内酯类 － 林 可 酰 胺 － 链 阳 霉 素 Ｂ 耐 药 相

关［４１ － ４２］，ｅｒｍ（Ｑ）基因是目前报道的产气荚膜梭菌

最常见的红霉素耐药决定因素。
据报道，从陕西部分地区分离的 Ａ 型鸡源产气

荚膜梭菌对磺胺异噁唑、复方新诺明、多西环素耐

药率较高，均在 ７０％ 以上；对万古霉素、氯霉素、杆
菌肽的敏感率均在 ８０％以上；大部分菌株为多重耐

药［４３］。 Ｓａｅｉｄ 等鉴定了屠宰场牛、羊酮体中 Ａ 型分

离株的耐药性，发现牛和羊分离株对四环素耐药性

分别达到 ４５． ８％和 ９２． ３％ ，显示较高耐药模式［４４］。
通过全基因组测序，产气荚膜梭菌含有糖肽

类、大环内酯类 －林可酰胺 － 链阳霉素 Ｂ、β － 内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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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甲氧苄氨嘧啶、四环素和氨基糖苷类抗菌药耐

药基因，还存在编码多肽和多重耐药外排泵的

基因［４５］。 为揭示产气荚膜梭菌基因组中耐药

基因（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 ＡＲＧ）的分布，
Ｙｕｑｉｎｇ Ｆｅｎｇ 等对 １７３ 个产气荚膜梭菌全基因组进

行解析，通过 ＣＡＲＤ 数据库对已知 ＡＲＧ 进行搜索。
结果表明，产气荚膜梭菌基因组中只有 １８ 个 ＡＲＧ，
其中编码多肽抗性因子 Ｆ 的 ｍｐｒＦ 基因是产气荚膜

梭菌基因组中最常见的 ＡＲＧ（１６９ ／ １７３，９７ ７％ ）；
四环素抗性基因 ｔｅｔＡ（Ｐ）和 ｔｅｔＢ（Ｐ）的携带率也很

高，分别占 ６５． ３％和 ３５． ２％ 。 有趣的是，来自现代

谱系（Ｖ）的菌株比来自其他谱系的菌株拥有更多

的 ＡＲＧ，所有 １８ 个 ＡＲＧ 都可以在谱系 Ｖ 中找到，
而其他 ４ 个谱系中只包含 ３ 个 ＡＲＧ。 从地理上看，
来自亚洲和非洲的菌株比来自欧洲、北美和大洋洲

的菌株含有更多的 ＡＲＧ［３３］。
值得注意的是，产气荚膜梭菌与其他细菌之间

存在潜在 ＡＲＧ 交换。 产气荚膜梭菌与 ５５ 种不同

细菌 ＡＲＧ 高度同源，有 １６ 种链球菌和 ６ 种葡萄球

菌至少有一个 ＡＲＧ 与产气荚膜梭菌共有。 ｅｒｍ（Ｂ）
基因是产气荚膜梭菌和其他细菌中传递最多的耐

药基因。 这些结果表明，虽然产气荚膜梭菌的 ＡＲＧ
数量不算多，但它可以很容易地与其他细菌交换

ＡＲＧ，甚至与系统发育上较远的细菌交换 ＡＲＧ［３３］。
质粒在产气荚膜梭菌耐药性产生过程中具有

重要作用，种间质粒转移可增强受体菌的致病性和

对抗生素的耐受性［４６］。 对 １７３ 株分离株中存在的

质粒研究发现，超过 ９０． ０％ （１７３ 株中的 １５７ 株）的
基因组中含有质粒序列。 鉴定的 １８ 个 ＡＲＧ 中有 ９
个在质粒中，含有 ｔｅｔＡ（Ｐ）和 ｔｅｔＢ（Ｐ）基因的分离株

分别有 ２３． ９％和 ３７． ７％位于质粒中［３３］。
抗菌药相关性腹泻 （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ＡＡＤ）是医院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一个重

要原因，尤其是在住院的老年患者中。 通过检测医

院腹泻患者粪便样本，证明产气荚膜梭菌也是导致

ＡＡＤ 的原因［４７］。 Ａｓｈａ 等人同样证明，产气荚膜梭

菌肠毒素是 ＡＡＤ 病因之一［４８］。
产气荚膜梭菌耐药性也可通过土地施肥（粪

肥）在土壤环境中传播［４９］，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

题，即土壤散播的产气荚膜梭菌耐药性导致人类健

康和食品安全的问题。 有学者研究了产气荚膜梭

菌在沼气池和粪肥中的潜在致病性和耐药性。 该

研究小组对筛选出的 １５７ 个分离株（其中 ９２ 个来自

粪肥，６５ 个来自沼渣沼液）进行鉴定，粪肥和沼液中

鉴定出的毒素类型为 Ａ 型（７８． ３％）、Ｇ 型（１６． ７％）、
Ｃ 型（３ ６％）和 Ｄ 型（１． ４％）。 值得注意的是，该小

组在从所有粪肥和发酵槽收集的样品中发现了多种

抗菌药物耐药分离株。 其中，１２． ３％ 对部分抗菌药

高度耐药，特别是对克林霉素和替米考嗪。 一些分

离株对人用抗菌药，包括万古霉素和亚胺培南等耐

药。 ｔｅｔＡ（Ｐ）、ｔｅｔＡ（Ｐ） － ｔｅｔＢ（Ｐ）和 ｅｒｍ（Ｑ）基因的总阳

性率分别为 ３１． ９％、３４ ８％和 ６． ５％。 这提示（粪肥）
沼渣沼液可能是产气荚膜梭菌多重耐药的载体［５０］。

以上研究表明，产气荚膜梭菌耐药基因会给人

类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提示在食用动物中使用抗

菌药物时需要谨慎。 我国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兽

用抗菌药综合治理，目前正在推进养殖业减抗、禁
抗、产品无抗的行动计划，对于从源头解决耐药性

问题有重要作用。
４　 产气荚膜梭菌在屠宰零售及食品污染中的传递

风险

产气荚膜梭菌食物中毒在世界上非常普遍［１］，
其引发的食物中毒是发达国家最常见的胃肠道疾

病之一［４］。 据估计，产气荚膜梭菌是引起美国食源

性疾病的第二大常见细菌，每年造成约 １００ 万人患

病。 在英国，产气荚膜梭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细菌

性食源性疾病中排第三［２］。 这是因为，产气荚膜梭

菌分布广泛，在人类和动物的肠道中高度流行。 其

生长速度快，毒素类型多，易引发疾病。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因切碎牛肉中含有产气荚膜梭菌，导致参

加希腊北部手球锦标赛的 ４７ 支队伍中有 ４ 支队伍

的运动员患上肠胃炎［５１］。
Ｇｒａｓｓ 等通过对美国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０ 年产气荚膜

梭菌引发疫情进行分析发现，在由单一食品引起的

疫情中，牛肉是最常见的商品（４６％ ），其次是禽肉

（３０％ ）和猪肉（１６％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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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环节产气荚膜梭菌污染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就已引起重视。 Ｍｉｌｅｖ 等对牛、猪、羊屠宰环节进

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产气荚膜梭菌在肌肉组织、肠
系膜和身体淋巴结及部分实质器官中尽管没有检

测到，但粪便中产气荚膜梭菌分离率高达 ８３％ ～
１００％ ［５３］。 因此，食品中产气荚膜梭菌主要是来自

屠宰后胴体的污染，以及食品加工过程中污染所

致。 雅典学者同样证实，活猪屠宰过程存在较高的

污染，且产气荚膜梭菌孢子耐热而较难在加工过程

中被杀灭［５４］。
Ｓａｅｉｄ 等鉴定了牛羊屠宰场酮体中含有 ｃｐｅ 和

ｎｅｔＢ 基因的 Ａ 型菌，表明在牛的 ９０ 个阳性菌落和

羊的 ７０ 个阳性菌落中，分别有 ４０％ 和 ３５． ７％ 的疑

似菌落被鉴定为 Ａ 型产气荚膜梭菌［４４］。 我国对牛

屠宰场污染研究较少。 马迎晖等对陕西牛屠宰场、
排酸和分割车间内各环节样品进行检测，检出产气

荚膜梭菌污染阳性率为 ２１． １９％ ，主要为 Ａ 型菌

（８１． ３１％ ），其次是 Ｄ 型菌（１８． ６９％ ），但肉样带菌

量≤１０ ＣＦＵ ／ ｇ，远低于致病量 １０６ＣＦＵ ／ ｇ［５５］。 笔者

所在实验室对北京某牛屠宰场进行了监测和风险

分析，也取得了类似的结果。
陕西关中地区熟肉制品、生鲜肉中产气荚膜梭

菌的检出率分别为 ５０． ９１％ 和 ４３． １４％ ；鸡肉、猪肉

中的检出率分别为 ５３ ０６％和 ３３． ９０％ ［５６］。 Ｙｕ Ｌｉｕ
等对泰安市四家主要商店的鸭产品进行监测，发现

主要为产气荚膜梭菌（Ａ 型）污染［５７］。
产气荚膜梭菌的孢子耐高温，因此能在蒸煮过

程中存活［１］。 产气荚膜梭菌孢子有 ６％耐过 ９５ ℃
３０ ｍｉｎ，而有 １． ９％耐过 １００ ℃ ３０ ｍｉｎ 或更长，这使

得在香肠中产气荚膜梭菌携带率高达 ３８． ９％ ［５４］。
产气荚膜梭菌在 １２ ～ ５４ ℃ 的温度下均可生

长，就可能在冷却、再加热和熟食热保存的过程中

生长［１］。 孢子萌发后，在适当环境中大量繁殖，当
摄入大量产肠毒素的产气荚膜梭菌细胞（通常 １０５

ＣＦＵ ／ ｇ）时，就会发生食物中毒。 正是这种生长特

性使产气荚膜梭菌成为一种食品安全隐患［５８］。 在

英国，产气荚膜梭菌暴发的主要原因是温度控制不

佳和肉类存储不善［２］。

动物内脏在许多国家被允许食用。 然而，评估

各种可食用内脏的微生物质量和专门调查引起食

源性疾病的病原体污染的研究很少。 韩国学者调

查研究了六种食用内脏的微生物质量，样本来自韩

国 １１ 个猪屠宰场和 ８ 个牛屠宰场。 食源性致病菌

检出率最高的是沙门氏菌，其次是产气荚膜梭菌

（猪内脏和牛内脏分别占 １１． １％和 ７． １％ ） ［５９］。
有学者还根据流行情况、贮藏温度、贮藏时间

和年消费量等因子，对泡菜、奶酪等的产气荚膜梭

菌所致食源性疾病的概率进行了风险分析。 研究

表明，食用泡菜而引发产气荚膜梭菌食源性疾病的

风险可以被认为是非常低的［６０］；食用奶酪引起产

气荚膜梭菌食源性疾病的概率也较低［６１］。
鉴于产气荚膜梭菌的公共卫生危害，一些国家

食品管理部门建立了生肉产品中产气荚膜梭菌的

限量标准，比如韩国对生吃肉类产品实行零容忍政

策，美国的标准是热加工后在稳定环节（冷却）中不

超过 １ｌｏｇ［３５］。
５　 风险控制建议

由于环境中普遍存在产气荚膜梭菌，消除污染

可能很难实现。 且产气荚膜梭菌是条件致病菌，菌
株的毒素类型和耐药基因复杂多样，导致临床上确

定其与疾病个例关联性存在挑战。 但该菌的致病

风险却不能忽视，应尽可能减少致病菌株污染的风

险。 如果在屠宰场避免生肉污染，后面经妥善处理

和加工，尤其是在餐饮加工环节避免交叉污染，爆
发该病的风险是可以预防的。

为降低产气荚膜梭菌污染风险提出以下建议。
（１）来自养殖环节的产气荚膜梭菌可通过屠宰加工

环节进行传播，建议加强养殖过程和屠宰环节的卫

生管理以及对产气荚膜梭菌进行必要的监测，主要

是监测不同毒素型产气荚膜梭菌流行情况；考虑到

我国有食用动物内脏的传统，有必要监测屠宰场动

物内脏的微生物数量和食源性致病菌的流行情况。
（２）建议制定我国食品中产气荚膜梭菌限量标准。
为防止大面积污染，应制定合理的卫生标准，提高肉

食品加工者和经营者对产气荚膜梭菌食物中毒的认

识，以确保肉食品加工和经营环节的卫生安全。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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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ｉｎ

ｓｈｅｅｐ ａｎｄ ｇｏａｔｓ ｏｆ Ｋａｓｈｍｉｒ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Ｉｎｄｉａ ［ Ｊ］ ． Ｖｅｔ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１７，１０（１２）：１５０１ － １５０７．

［２４］ Ｆａｙｅｚ Ｍ， Ｅｌｓｏｈａｂｙ Ｉ， Ａｌ － Ｍａｒｒｉ Ｔ，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ｒｏｍｅｄａｒｙ ｃａｍｅｌｓ， ｐａｓ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ｄｅｒｓ ［ Ｊ ］ ． Ｃｏｍｐ

Ｉｍｍｕｎｏ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２０２０，７０：１０１４６０．

［２５］ Ｓｉｌｖａ Ｒ Ｏ， Ｌｏｂａｔｏ Ｆ Ｃ．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ｄｏｇｓ， ｃａｔ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ｄ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Ｊ］ ． Ａｎａｅｒｏｂｅ，

２０１５，３３：１４ － １７．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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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Ｗｅｅｓｅ Ｊ Ｓ．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 ｉｎ ｄｏｇｓ ａｎｄ ｃａｔ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ｚｏｏｎｏ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 ． Ｖｅｔ Ｃｌ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ｉｍ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１１，４１（２）：２８７ － ３０９．

［２７］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 Ｂ Ｊ， Ｖａｎ Ｄｒｅｕｍｅｌ Ｔ， Ｓｌａｖｉｃ＇ Ｄ， ｅｔ ａｌ．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ｔｙｐｅ Ａ ｆａｔａｌ ａｃｕｔｅ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 ｉｎ ａ ｄｏｇ

［Ｊ］ ． Ｃａｎ Ｖｅｔ Ｊ， ２０１２，５３（５）：５５５ － ５５７．

［２８］ Ｂｌａｋｅｙ Ｊ．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ｓｅｐｓｉｓ ｉｎ

ｈｉｇｈ － ｒｉｓｋ 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Ｊ］ ． Ａｍ Ｊ Ｄｉｓ Ｃｈｉｌｄ， １９８６，１４０（１）：１０．

［２９］ Ｃａｎａｒｄ Ｂ， Ｓａｉｎｔ － Ｊｏａｎｉｓ Ｂ， Ｃｏｌｅ Ｓ Ｔ．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ａｎａｅｒｏｂｅ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Ｊ］ ． Ｍｏ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１９９２，６ （１１）：１４２１

－ １４２９．

［３０］ Ｐｅｔｉｔ Ｌ， Ｇｉｂｅｒｔ Ｍ， Ｐｏｐｏｆｆ Ｍ Ｒ．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ｔｏｘｉｎｏ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 Ｊ］ ． Ｔｒｅｎｄ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１９９９，７ （３ ）：

１０４ － １１０．

［３１］ Ｒｏｏｄ Ｊ Ｉ， Ａｄａｍｓ Ｖ， Ｌａｃｅｙ Ｊ，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ｔｏｘｉｎ － ｂａｓｅｄ ｔｙｐ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 Ｊ］ ． Ａｎａｅｒｏｂｅ， ２０１８，

５３：５ － １０．

［３２］ Ｋｉｕ Ｒ， Ｈａｌｌ Ｌ Ｊ．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ｅｎｔｅｒｉｃ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 Ｊ］ ． Ｅｍｅｒｇ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Ｉｎｆｅｃｔ，

２０１８，７（１）：１４１．

［３３］ ＦＥＮＧ Ｙ， ＦＡＮ Ｘ， ＺＨＵ Ｌ，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ｈｉｇｈ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Ｊ］ ． Ｍｉｃｒｏｂ Ｇｅｎｏｍ， ２０２０，６（１０）：ｍｇｅｎ．

０００４４１

［３４］ Ｈｅｃｈｔ Ｄ Ｗ． Ａｎａｅｒｏｂｅｓ：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 Ｊ］ ． Ａｎａｅｒｏｂｅ， ２００６，１２

（３）：１１５ － １２１．

［３５］ Ｊａｎｇ Ｙ Ｓ， Ｋｉｍ Ｄ Ｈ， Ｂａｅ Ｄ，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ｔｏｘｉｎ － ｔｙ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ｔａｉｌ ｍｅａｔｓ ｉｎ Ｓｅｏｕｌ， Ｋｏｒｅａ［Ｊ］ ． Ａｎａｅｒｏｂｅ， ２０２０，６４：１０２２３５．

［３６］ Ｓｌａｖｉｃ＇ Ｄ， Ｂｏｅｒｌｉｎ Ｐ， Ｆａｂｒｉ Ｍ，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ｂｏｖｉｎｅ，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ｏｒｉｇｉｎ ｆｒｏｍ Ｏｎｔａｒｉｏ ［ Ｊ］ ． Ｃａｎ Ｊ Ｖｅｔ Ｒｅｓ， ２０１１，７５

（２）：８９ － ９７．

［３７］ Ｐａｒｋ Ｍ， Ｒａｆｉｉ 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ｉｄ － ｃｏｄｅｄ ｃｐｅ ｅｎｔｅｒｏ⁃

ｔｏｘｉｎ， β （２） ｔｏｘｉｎ， ｔｐｅＬ ｔｏｘｉｎ， ａｎｄ 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Ｊ］ ．

Ａｎａｅｒｏｂｅ， ２０１９，５６：１２４ － １２９．

［３８］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Ａ， Ｇｒｅｋｏ Ｃ， Ｅｎｇｓｔｒöｍ Ｂ Ｅ，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ｓｈ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ｆｒｏｍ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ｓ ［ Ｊ］ ． Ｖｅ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２００４，９９ （３ ／

４）：２５１ － ２５７．

［３９］ Ｓａｓａｋｉ Ｙ，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Ｋ， Ｔａｍｕｒａ Ｙ， ｅｔ ａｌ． 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 －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ｓ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ｓｅｐｔｉｃｕｍ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ｓｏｒｄｅｌｌｉｉ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ａｔｔｌ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ｅｄｅｍａ［Ｊ］ ． Ｖｅ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２００１，８３（１）：６１ － ６９．

［４０］ Ｓａｌｖａｒａｎｉ Ｆ Ｍ， Ｓｉｌｖｅｉｒａ Ｓｉｌｖａ Ｒ Ｏ， Ｐｉｒｅｓ Ｐ Ｓ，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 ［ Ｊ ］ ． Ｂｒａｚ Ｊ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２０１２，

４３（３）：１０３０ － １０３３．

［４１］ Ｂｅｒｒｙｍａｎ Ｄ Ｉ， Ｌｙｒｉｓｔｉｓ Ｍ， Ｒｏｏｄ Ｊ Ｉ．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ｒｍＱ，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ｍａｃｒｏｌｉｄｅ － ｌｉｎｃｏｓａｍｉｄｅ －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ｒａｍｉｎ Ｂ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 ｉｎ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 Ｊ］ ．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 Ａｇｅｎｔｓ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 １９９４，３８（５）：１０４１ － １０４６．

［４２］ Ａｄａｍｓ Ｖ， Ｈａｎ Ｘ， Ｌｙｒａｓ Ｄ，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ｌａｓｍｉｄｓ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 Ｊ ］ ．

Ｐｌａｓｍｉｄ， ２０１８，９９：３２ － ３９．

［４３］ 姜艳芬， 纪文静， 许晗． 陕西省部分地区鸡源 Ａ 型产气荚膜

梭菌分离株的药敏试验［ Ｊ］ ． 动物医学进展，２０１５，３６（１０）：

７３ － ７６．

Ｊｉａｎｇ Ｙ Ｆ， Ｊｉ Ｗ Ｊ， Ｘｕ Ｈ．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ｔｙｐｅ 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５， ３６（１０）： ７３ － ７６．

［４４］ Ｓａｅｉｄ Ｈ， Ｍａｒｙａｍ Ｂ， Ｍａｒｙａｍ Ｐ， ｅｔ 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ａｔｔｌｅ ａｎｄ ｓｈｅｅｐ ｃａｒｃ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Ｓｈｉｒａｚ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ｈｏｕｓ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ｒａｎ［Ｊ］ ． Ｖｅｔ Ａｒｈ， ２０１８，８８（５）：５８１ － ５９１．

［４５］ Ｆｏｕｒｉｅ Ｊ， Ｂｅｚｕｉｄｅｎｈｏｕｔ Ｃ Ｃ， Ｓａｎｋｏ Ｔ Ｊ， ｅｔ ａｌ． Ｉｎｓｉｄ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ｇｅｎｏｍｅｓ：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ｓ，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Ｊ ］ ． Ｊ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２０，１８（４）：４７７ － ４９３．

［４６］ Ｌｉ Ｊ， Ａｄａｍｓ Ｖ， Ｂａｎｎａｍ Ｔ Ｌ， ｅｔ ａｌ． Ｔｏｘｉｎ ｐｌａｓｍｉｄｓ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 Ｊ］ ．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Ｍｏｌ Ｂｉｏｌ Ｒｅｖ， ２０１３，７７

（２）：２０８ － ２３３．

［４７］ Ｂｏｒｒｉｅｌｌｏ Ｓ Ｐ， Ｂａｒｃｌａｙ Ｆ Ｅ， Ｗｅｌｃｈ Ａ Ｒ， ｅｔ 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ｅｎｔｅｒｏｔｏｘｉｇｅｎｉｃ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Ｊ］ ．

Ｊ Ｍ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１９８５，２０（３）：３６３ － ３７２．

［４８］ Ａｓｈａ Ｎ Ｊ， Ｔｏｍｐｋｉｎｓ Ｄ， Ｗｉｌｃｏｘ Ｍ Ｈ．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ｄｕｅ ｔｏ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ｄｉｆｆｉｃｉｌｅ，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 ［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２００６， ４４（８）： ２７８５ － ２７９１．

［４９］ Ｓｃｏｔｔ Ａ， Ｔｉｅｎ Ｙ Ｃ， Ｄｒｕｒｙ Ｃ Ｆ， ｅｔ ａｌ．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ｓｔ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ｗｉｎｅ

ｍａｎｕｒｅ， ｙａｒｄ ｗａｓｔｅｓ， ｏｒ ｆｏｏｄ ｗａｓ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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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ｗｉｎｅ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ｓｐｐ［Ｊ］ ． Ｃａｎ Ｊ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２０１８，

６４（３）：２０１ － ２０８．

［５０］ Ｄｅｒｏｎｇｓ Ｌ， Ｄｒｕｉｌｈｅ Ｃ， Ｚｉｅｂａｌ Ｃ，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ｉｏｇａ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ａ ｏｎｅ － 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Ｊ］ ． Ｉｎ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 Ｐｕｂ⁃

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２０，１７（１５）：５４５０．

［５１］ Ｍｅｌｌｏｕ Ｋ， Ｋｙｒｉｔｓｉ Ｍ， Ｃｈｒｙｓｏｓｔｏｍｏｕ Ａ， ｅｔ ａｌ．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ｆｏｏｄｂｏｒｎ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 ａｔｈｌｅｔｉｃ ｅｖｅｎ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ｒｅｅｃｅ，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 Ｊ ］ ． Ｉｎ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９，１６（２０）：３９６７．

［５２］ Ｇｒａｓｓ Ｊ Ｅ， Ｇｏｕｌｄ Ｌ Ｈ， Ｍａｈｏｎ Ｂ 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ｏｏｄｂｏｒｎ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０［Ｊ］ ． Ｆｏｏｄｂｏｒｎｅ Ｐａｔｈｏｇ Ｄｉｓ， ２０１３，１０（２）：

１３１ － １３６．

［５３］ Ｍｉｌｅｖ Ｍ．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Ｂａｃ． ｃｅｒｅｕｓ ａｎｄ Ｃｌ．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ａｎｉｍａｌｓ［Ｊ］ ． Ｖｅｔ Ｍｅｄ Ｎａｕｋｉ， １９７６，１３

（１）：５３ － ５８．

［５４］ Ｂａｕｅｒ Ｆ Ｔ，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Ｊ Ａ， Ｒｅａｇａｎ Ｊ Ｏ．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ｉｎ ｐｏｒ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Ｊ］ ． Ｊ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ｔ， １９８１，４４

（４）：２７９ － ２８３．

［５５］ 马迎晖， 刘倩倩， 姜艳芬，等． 屠宰加工过程中牛肉产气荚膜

梭菌污染规律初探［Ｃ］ ／ ／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食品卫生

学分会第十五次学术交流会论文集． ２０１９：５６．

Ｍａ Ｙ Ｈ， Ｌｉｕ Ｑ Ｑ， Ｊｉａｎｇ Ｙ Ｆ， ｅｔ ａｌ．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ｅｆ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Ｆｏｏ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９： ５６．

［５６］ 姜艳芬， 王清爱． 零售肉品中产气荚膜梭菌的检测与定型：

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 Ｊ］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２０１６，４４（１１）：５５ － ６０， ６９．

Ｊｉａｎｇ Ｙ Ｆ， Ｗａｎｇ Ｑ Ａ，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ｔａｉｌ ｍｅａｔ ｉｎ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Ｓｈａａｎｘｉ［Ｊ］． Ｊ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 ＆ 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 ２０１６， ４４（１１）： ５５ －６０， ６９．

［５７］ Ｌｉｕ Ｙ， Ｘｉｕ Ｌ， Ｍｉａｏ Ｚ， ｅｔ ａｌ．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ｏｃｕ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ｙ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ｔａｉｌ

ｄｕｃ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Ｔａ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Ａｎａｅｒｏｂｅ， ２０２０， ６２：

１０２１０２．

［５８］ Ｇｏｌｄｅｎ Ｎ Ｊ， Ｃｒｏｕｃｈ Ｅ Ａ， Ｌａｔｉｍｅｒ Ｈ， 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ｉｎ ｒｅａｄｙ － ｔｏ － ｅａ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ｃｏｏｋｅｄ

ｍｅａｔ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Ｊ］ ． Ｊ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ｔ， ２００９， ７２ （ ７ ）：

１３７６ － １３８４．

［５９］ Ｉｍ Ｍ Ｃ， Ｓｅｏ Ｋ Ｗ， Ｂａｅ Ｄ Ｈ， ｅｔ ａ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ｏｄｂｏｒｎ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ｉｎ ｅｄｉｂｌｅ ｏｆｆａｌ ｆｒｏｍ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ｈｏｕｓｅ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Ｊ］ ． Ｊ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ｔ， ２０１６，７９（１）：１６３ － １６８．

［６０］ Ｃｈｏｉ Ｙ， Ｋａｎｇ Ｊ， Ｌｅｅ Ｙ， 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ｆｏｏｄｂｏｒｎｅ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ｉｍｃｈｉ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Ｊ］ ． Ｆｏｏｄ Ｓｃｉ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２０，２９（８）：１１３１ － １１３９．

［６１］ Ｌｅｅ Ｈ， Ｌｅｅ Ｓ， Ｋｉｍ Ｓ， 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ｐ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ｎ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ｃｈｅｅｓｅｓ

［Ｊ］ ． Ａｓｉａｎ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 Ｊ Ａｎｉｍ Ｓｃｉ， ２０１６，２９（８）：１１８８ － １１９６．

（编 辑：李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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